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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仅具备形式原则并不足够，因为几乎任何人类社会以法律统治的模式都要求一定的形式原则，但
并非任何具备形式原则的法律统治都能称之为 “法治”。政治关系和法律属性上的道德性决定法治需至少有追

求实质法治的可能性，任何一种实质法治的可能性需建立在法体系满足 “基本正义要求”基础上。因此 “基本

正义要求”是包含了形式原则的法律统治得以称之为法治的概念条件，其中根本人权与自由是 “基本正义要

求”的核心成分。但包含 “基本正义要求”的法治不应等同于实质法治，它仅构成任何一种实质法治的前提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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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法治，顾名思义就是 “法律的统治”。作为一个与人类共同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概念，人们对于法治的

内涵往往有着一些基本的直觉。法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 “政治理想”。① 人们经常用 “法治”来评价一个社会

的文明程度，或者用 “法治的倒退”等表达来形容某些制度的使用或废弃。这意味着，“法律的统治”也并

不完全等同于法治，而是这种统治要满足一定的要素条件，才能有资格被称为法治，才能在日常语言中符合

人们对于法治的直觉。

虽然理论界对法治在概念上到底是什么缺乏确切的普遍性答案，但大体上形成了一些统治性理论共识。

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来自朗·富勒于 《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的八项形式原则：法律规则的一般性；法律规则

必须被广而告之；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溯及既往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法律规则必须可以被理解；法律规则之间

不能互相矛盾；不能太难被服从；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以及政府宣布的法律和实际在执行中的法律

规则必须相互一致。② 除了富勒的这八项之外，拉兹也贡献过一个与富勒略有出入的八项原则的框架，分别

是：所有法律应当前瞻、公开和清晰；法律应当相对稳定；具体法律或命令的制定应当由公开、稳定、清晰

和一般的规则指引；司法独立必须得以保证；自然正义原则必须被遵守；法院对于其他原则的执行应当有审

查权；法院 （的救济）应当 （对公众）较容易被接触到；防止犯罪的机构 （警察、检察等）的自由裁量权不

应当被允许用来误导法律。③ 当然，除了富勒与拉兹之外，其他理论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尝试提出自己版本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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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各项原则①，不过富勒与拉兹的版本基本上构成了理论界对法治原则的最大公约数。

这些形式原则之所以广受尊重，不仅是因为它们与道德价值无关，能够凸显法治区别于人治、德治等概

念的独特性，还因为它们确保统治的方式始终是 “法律的”，从而避免了人治、德治等概念中蕴含的权力滥

用等道德危险。② 然而，理论家们对于这些原则是否足够充分，依然争执不休。③ 这篇文章主张的是：在这些

形式性条件之外，法律的统治要能被称为法治，需要法体系满足 “基本正义要求”（Ｂａｓ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更精确地说，形式原则之所以构成法治的概念，是因为它们均建立在法体系满足 “基本正义要求”的基础之

上。为了展开这一主张，文章第一部分探讨将法治仅理解为形式原则的缺陷。第二部分说明，认识到其缺陷

的关键在于把握法治的道德属性：法治的道德属性决定了无论何种法律之治，其规则都需满足 “基本正义要

求”。第三部分进一步主张，至少根本人权与自由是 “基本正义要求”的核心内涵。基于该核心内涵，法治

似乎要求了传统意义上以某种道德真理为标准的实质法治，但第四部分澄清，以 “基本正义要求”为条件的

法治是任何一种版本实质法治的前提条件，而非实质法治本身。

一、形式法治概念的缺陷

富勒的八项原则可被归结为两大组原则：一组是关于法律的制定，另一组关于法律的运行。首先，必须

有法律规则的存在，其次，这些法律规则必须能够被遵守。④ 具体来看，富勒自己明确地说，法治中的首要要

素就是必须有规则，必须有规则就体现为一般性要求。⑤ 其他七项原则则属于第二组，即规则的可遵守性。如

第二项公开性就要求规则在制定后执行时，需要公开到足以被公民知晓 （或推断知晓）而遵守。当然第三项

“法律减少溯及既往的规则制定与执行”也涉及了规则本身的存在，但其规则存在本身亦是为其可遵守性服

务的。拉兹上述的八项原则也能以同样的逻辑划分为两组，第一到第三项原则属于规则的制定、产生本身，

“法律需满足哪些特定标准才能有效指引人们的行动”；第四到第八项则涉及规则的适用与执行，用来 “确保

执行法律的法律机制不至剥夺法律在扭曲的执行中的指引能力，并确保这些机制能够监督法治是否得到满足

以及在偏离时为其提供有效补救”⑥。这可归为两组的八项原则其实可被归结为一个非常基本的理念：法律应

当能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有效指引。⑦ 在对富勒与拉兹上述法治原则的概括中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共性，即法

律要能使得人们可依赖其有效指引来组织和安排自己的行动，从而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在我看来，其中

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落在指引⑧、遵守、有效，而落在 “能够”：何种法律及其执行才能够做到有效指引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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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法治之中的内部争论了；实质法治则主张无论对富勒的清单作何增减，仅有形式原则是不够的，必须为其附着实质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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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我们需要区分将法律作为指引与用法律决定每一个案件的结果。法律作为统治的标准意味着，它不提供对每一个具体争议情形

的回答，法律更多提供的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并允许一定的模糊性。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法律的 “指引”作用，它留给无论官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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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的自觉行动，缺乏自觉理性行使的行动很难被认为还是实践意义上的行动，而最多是对理论知识的照搬。因此，执行、适用标准而

非狭义规则满足了法治对每个自负其责的道德主体的尊重。Ｓｅｅ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Ｅｎｄｉｃｏｔｔ牞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牞  Ｏｘ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牞 Ｖｏｌ １９牞 Ｎｏ １牞 １９９９牞 ｐ １８牷 Ｇ Ｅ Ｍ Ａｎｓｃｏｍｂｅ牞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牞 ２ｎｄ ｅｄ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牞 ＭＡ牶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０牞 ｐ ５６牷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牞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ｗｎ Ｖｉｒｔｕｅ牞  ｐ ５牷 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牞 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ｕ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牞 ＭＡ牶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２３牞 ｐｐ １１２－１４４



为何法治概念应包含 “基本正义要求”

行动，才能够让人们遵守。“能够”的要求在根本上是提给富勒的第一项与拉兹的一到三项关于规则本身的

条件的，即何种法律规则才能够被执行和遵守。①

富勒和拉兹都声称自己的法治原则是形式性的，它不关心规则的实质目的，而只关注调整人类行动的

法体系规则是如何建构和实践的。② 法律本身不可避免会带来权力滥用，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最小化这种危

险；法律本身的不稳定、不清晰、回溯性等可能构成对人自由和尊严的伤害，法治也是用来防止这些伤害

的，因此法治的价值是消极性或防御性的，只用来抵御由法律本身带来的恶。③ 这种只限制法律本身带来

的恶的法治观在道德立场上是中立的，不采取任何实质道德观点，也不服务于任何实质道德价值。正如其

他所有只具备工具性价值的工具，其价值取决于使用者的目的，若法体系追求道德好的价值，则法治是道

德上有价值的；若法体系追求的具体目的是非道德的，法治也就没有道德价值。④ 将这一工具法治观推到

极端就是，“一个建立在否定人权、极度贫困、种族隔离、性别不平等和宗教迫害基础上的非民主法体系，

有可能理论上 （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比任何一个开明民主社会都更满足法治要求”⑤。
这种在逻辑上与邪恶政体相容的法治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显然是有缺陷的。我们很难认为，拥有邪

恶的一般性规则、并不偏不倚执行其规则统治的模式依然叫做 “法治”。达到一定规模的人类社会的统治

当然多少都需要规则，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形式化，君主制中的君主也需要借助法治原则中的要求来执行自

己的命令，否则他就无法进行有效统治，但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样的社会有法治。⑥ 虽然有可能一个 “开明

民主社会”不一定全部满足法治原则或有可能违反部分法治原则，但不管是从过往的人类历史还是当下的

世界政局，几乎没有任何 “否定人权、极度贫困、种族隔离、性别不平等和宗教迫害”的社会被称之以法

治社会。历史也几乎给不出任何在压迫性政权或域内冲突中，法治与系统性不正义同时蓬勃发展的实例。

在这些政权或冲突中，法治几乎总是在被削弱。⑦ 邪恶法体系在 “理论上”也许能比民主社会更满足法

治，但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⑧ 当然，这不意味着富勒与拉兹的形式原则就一定是不完备的，因为有可能

上述形式原则已经足以避免极恶权力的出现与行使了。⑨ 因而，真正的问题不是法治应否避免邪恶权力的

出现与行使，而是富勒与拉兹的法治形式性原则是否足以做到这一点。

二、法治的道德属性：基本正义要求

形式原则的支持者认为，法治的八项原则 （无论富勒还是拉兹的）在概念上已经暗示了对道德邪恶的

法体系的排斥。虽然形式性原则理论上可与最严重的人权侵犯并行不悖，但这与法体系实现其道德价值并

不矛盾，甚至，法体系若要实现其道德目标，形式性原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瑏瑠 规则的一般性、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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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因此对于规则的执行与适用，尤其是不同法治观面临的司法问题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
Ｓｅｅ Ｌｏｎ Ｆｕｌｌｅｒ牞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ｗ牞 ｐ ９７

④　 Ｓｅ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牞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ｉｒｔｕｅ牞  ｐ ２２２牞 ｐｐ ２２３－２２４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牞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ｉｒｔｕｅ牞  ｐ ２１２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ｌｌａｍｙ牞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牞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牞 Ｖｏｌ ４牞
Ｎｏ ４牞 ２００１牞 ｐ ２２７
Ｓｅｅ Ｃｏｌｌｅｅｎ Ｍｕｒｐｈｙ牞 Ｌｏｎ Ｆｕ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牞  ｐ ２６０牷 Ｍａｔｅｊ Ａｖｂｅｌｊ牞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牞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牞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牞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牞  Ｒａｔｉｏ Ｊｕｒｉｓ牞 Ｖｏｌ ３６牞 Ｎｏ ３牞 ２０２３牞 ｐｐ ２４２－２５８ 这里需要区分个别不正义与体系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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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遵守并不足以抵抗每一次的不正义。这也是为何罗尔斯会说公民不服从和良心抵抗完全属于法治界限之内，因为公民不服从

和良心抵抗都是公民对个别不正义法律的抵抗，并不挑战整个体系的正义与合法性，甚至公民正是通过这种抵抗表达对法治的

忠诚。

这种对 “法治”概念的使用只能是理论上的，因为它违背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在日常语言中提及 “法治”时所蕴含的评价意义。

同样批评参见王琳：《我国形式法治论诸版本区辩与批判性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参见金韬：《价值如何进入法治：形式法治理论的失败》，《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侯健：《法治与形式原则的性能：
以形式与实质关系为中心》，《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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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执法机关在实践中遵守等要求虽然看似道德中立，但那些很不正义的制度很难被公平且一致地执行

（如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权为了避免国际批评，秘密发布命令等）。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种族隔离、性别不平

等或宗教、种族迫害，那么要么其不可能满足规则的一般性，要么不可能满足执行中的规则与被宣布的规

则的一致性。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之前的美国社会，９０年代以前的南非社会都施行典型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
隔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同人种适用的法律规则不同，法律对不同人种的行动要求不同，这些规则有可能

满足公开性、前瞻性、稳定性、清晰性、一致性甚至并不强人所难，但隔离制度本身就已经违背了规则的

一般性。一个实际上施行种族隔离的社会即便在法律制定中满足规则的一般性，其仍会在实践中违背一般

性，施以少数族群特殊对待不但违背执行与宣布规则的一致性，也有可能违背规则的公开性，因为这样的

社会总会寻求秘密方式施行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形式性的法治原则不仅会使得统治者能够避免法律本身带

来的恶，还能够避免形式不正义所带来的道德邪恶。① 反过来说，那些拥护不正义并从中得利者，对妨碍

到他们利益的法律规范并不会依然遵循公开、一致等要求，甚至会毫无顾忌地破坏。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非

正义其实并非来自法体系明晃晃的道德错误，而来自对看似道德中立的法治原则的破坏。

我主张，上述论证是本末倒置的：在逻辑上，并非形式性法治原则能够排除严重不正义，而是法治在

概念上本身就蕴含了基本正义要求。其一，以法律为统治标准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功能或绩效的结合

体，法体系的属性是道德的，以法律为特征的政治关系首先是一个道德关系。其二，法治也具备道德属

性。我们很难把一个道德上邪恶的法体系所提供的一般性规则、对规则不偏不倚的执行等统治模式叫作

“法治”。若法治与法体系的道德质量毫无联系，法治在概念上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理想。因此，法治在概念

上需要建立一个基本道德质量的边界，或者说，这一边界应满足 “基本正义要求”。

（一）法律在属性上的道德性

具体来看，法律并非仅仅是一种统治工具，而其本身具备道德属性。拉兹与哈特都曾使用工具与法律

的内在道德 （法治）相类比，意图说明正如小刀或毒药的好是一种实效价值而非道德价值 （小刀的 “好”

在于其尖利，毒药的好在于其毒害性，均不在于其目的是否道德），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也可以是在实效

意义上而非道德意义上。② 但使用类比论证的前提是类比项具有可类比性，而富勒认为小刀与法治恰恰无

法类比，小刀只要实现效用就万事大吉，但法治若要实现所谓 “效用”不可能不包含道德属性，法律实践

蕴含的是一种相互性的道德关系。③ “法律不是一种由政治权威上位者向下位者发布任务的活动，而是为所

有人提供一个使彼此交往合理且稳定的框架结构，政府在这个结构中不过负责守卫整个体系的整体性。”④

因此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法律不是一个向公民发布且执行指令、由公民服从权威者目的的单向度关系，法

律应当被视作公民与政府之间相互的、有意向性的交互活动的产物。⑤ 或者说，法律描绘的既不是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的上下级关系，不是敌友关系，也不是一场为了真理要去赢得整个世界的无穷斗争，而是一种

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较为稳固也极为基本，因其涉及社会基本结构。⑥ 反之，若不将法律视

为一种交互、平等的政治关系，哪怕是最开明和仁慈的统治者、哪怕他们从不采取政治压迫，权力在他们

手中这一事实就使得公民依然受制于统治者。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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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但是富勒使用一个语焉不详的隐喻本身就不是一个他的 “法治原则一定排除严重不正义”的好征兆。对于

自己的形式原则，拉兹比富勒诚实。拉兹坦陈它们与法体系的实质道德质量的关系是偶然的、间接的，这还是一个相对有效的论

证，而富勒干脆认为它们一定能做到保证一定实质道德质量的看法就过于武断和冒进了。以此角度同样对批评富勒的还可参见王

志勇：《经典形式法治观的两难困境及克服———从富勒到菲尼斯》，《北方法学》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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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法治概念应包含 “基本正义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道德属性或者说道德关系中的 “道德”是一种在属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上的道德性，
而不是表示正面道德评价的道德性。例如，说 “我”是有道德属性的生物或 “我”是一个道德主体时，

这不构成对 “我”的道德评价，不等于说 “我”是道德上的好人。法律的道德性也是在此意义上说的，

法律在属性上具备道德性或者说法律是道德的，但这不等于法律在道德评价上一定是好的。但在区分表示

属性的道德性和表示正面评价的道德性的同时也不可过于简化，不代表这两种道德性在概念上毫无关联。①

道德性作为对于人的属性的界定，意味着一个生物要能被称为人，他应具有基本的道德能力，如追求、修

改和实现自己善观念、获取正义感的能力等；应具有基本的道德志向，即他在意道德、能够被道德理由驱

动自己的行动。当然，“在意”道德不意味着一定根据道德理由做道德上正确的事，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恶

也是一种 “在意”。因此，说 “我”是道德的生物就是在说， “我”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能力或志向，

“我”在意做不做好人这件事，“我”具备做一个好人在属性上的前提条件。同理，道德性作为法律的属

性体现在，法律实践无可避免地在创造、调节与改变我们既有的道德关系，法律实践无可避免地产生道德

影响，因此法律实践有能力或志向创造、改变、修改先前的道德权利与义务。② 法律在此意义上可以参与

道德，这是法律的道德性所在，与此同时，这种参与不意味着它一定改善道德；而只是法律有可能在道德

上是好的，它具备成为道德上的善法的前提条件。

（二）法治的道德属性

如果接受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具备道德属性的道德关系，就会接受以法律为一个政治社会统治标准的

法治也具备道德属性，而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实效或绩效的结合体。法律的道德属性在于其具备成为善法的

前提条件，那么法治的道德性就在于该政治社会的统治有追求实质法治的能力或志向，法律的统治在于是

否追求实质法治；但同时这当然不会使得法治等于实质法治本身，而是使法治构成任何一种版本的实质法

治的前提条件。③ 反过来说，拉兹对 “法治只有避恶的消极价值”的论断也需要建立在一个积极前提下才

完整：法治本身应当是有道德价值的。正如消极自由得以有意义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所

以才要抵御他者的不当干涉。同理，之所以要用法治避免的那些属于恶的结果，是因为法治本身应当是好

的。拉兹的逻辑是，法治的善是消极性的，只在于避免法律产生的恶，不要求促进道德，法体系的道德冷

淡 （ｎｏｎｃｈａｌａｎｃｅ）也符合法治；正如诚实的善也是消极性的，只在于避免谎言的恶，因此沉默也是一种诚
实。④ 但是，在有些情形中诚实必然要求主动坦白 （如医患之间、伴侣之间），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属性会

产生对诚实的主动面向的期许。同理，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也不只是被动防御性的。⑤ 法治之所以能够实现

其所谓消极防御性价值，即避免法律本身的恶，是因为那些恶被法律的道德属性界定为恶 （比如当以法治

原则限制权力滥用时，凭什么说此时的权力是被滥用而不是被正常行使）。因此，法治与实质正义之间的

关系并非先在功能上实现其形式原则才可能追求内容上的道德性，而是其形式原则的重要性由法体系的道

德性属性赋予。“形式正义与服从法体系要求的主张的力量，显然有赖于制度的实质性正义和改造它们的

可能性。”⑥

回到本节开头那些支持形式原则的论证中，未达到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当然是对法治原则的直接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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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用符号来表示两种道德性的区别与关联的话，区别在于：“我”是一个道德存在物≠ “我”是一个好人；法律是道德的≠法律是
道德上好的。关联在于：“我”是一个道德存在物＝ “我”有做一个好人的道德能力 ／志向，我在意做不做好人；法律是道德的 ＝
法律有追求道德上好法的可能 ／志向。
Ｓｅｅ Ｍ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牞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牞 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牞 Ｖｏｌ １２３牞 Ｎｏ ５牞 ２０１４牞 ｐｐ １３０６－１３２５
因此，陈景辉 《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吗》一文第 １４页公式中两个 “ｇｏｏｄ”（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ｓ ｇｏｏｄ ＆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ｌａｗ）所指非
同一词项，无法去掉同类项。前者 ｇｏｏｄ指的是道德属性的好，后者的 ｇｏｏｄ 是对法律的积极道德评价。与我从不同角度但做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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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但之所以那些规则未被一般性和公开化，是因为其内容本身在道德上是失败的 （如纳粹政权对犹太店

铺的特殊记号要求，９０年代之前南非法院在种族政策上的执行与法令本身的不一致）。而只有在道德上不
会遭遇明显不正义挑战的规则才可能被政府确立为法律，并公开宣布与执行。在这个意义上说，富勒与拉

兹的形式性法治原则的缺陷并不在于其对道德邪恶的避免仅是间接性的，而在于法治在本质属性上就应避

免道德邪恶，就应至少满足 “基本正义要求”。

可以将法治类比为足球裁判在场上依照比赛规则的执法活动。裁判常常犯错，但裁判在场上拥有无可

置疑的终局权威，在结构上，这非常接近我们对法治的直觉：裁判执法也需要根据一般性的足球比赛规

则，其执法也需满足公开性、前瞻性、与颁布规则一致性等形式原则等。但之所以裁判拥有无可置疑的终

局权威，是因为以上形式原则保驾护航的执法内容满足球场上最起码的基本正义要求。若裁判们以公开、

前瞻与颁布规则一致的方式，但体系性、持续性地依赖一般性的严重不正义规则 （如主队犯规一律不判，

客队摔倒一律判假摔等）作出裁判，其规则的一般性、执法的公开前瞻性等都将失去意义，因为其形式原

则的重要性是由足球比赛这一实践的基本正义要求赋予的。同理，政治关系的道德属性决定了，法体系表

现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道德关系，是道德关系的属性赋予法治的形式原则以意义。反过来讲，法治的形

式原则亦对当权者提出了较为繁重的负担与要求，除非当权者接纳以某种道德原则为基础的独特统治模

式，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同意接受这些繁重的统治要求。①

综上，法治要能在概念上构成任何一种版本实质法治的前提条件，需要满足一个 “基本正义要求”的

底限。遵守 “基本正义要求”无需法体系承诺于任何一种具体的道德价值，而对任何实质法治的追求都需

要满足或至少不违背 “基本正义要求”，因其是任何一种实质法治的边界性条件。法体系若以违背 “基本

正义要求”为代价追求某种特定的实质法治 （以违背个人基本权利来获取更大经济价值或实现某种特定社

会道德），这种所谓实质法治就不能被认为是善或有价值的。

三、根本人权与自由作为 “基本正义要求”的范例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

那么，“基本正义要求”的具体内涵为何？即便其他候选条件尚待检验，至少根本人权与自由是 “基

本正义要求”中的核心成分。首先，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ｖｉｒｔｕｅ）根植于确定不移地保障个人
权利与自由，且这种保障能经受所有公民公共意志的考验。其次，人权的保障与确认不必然要求其被明文

载入制度中，但无论是否明文载入，它都被法体系所暗示与承认。

虽然正义在当下的理论中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专属于制度评价的概念，但这不意味着其理论起点不是个

人。平等的政治关系鼓励公民主动将自己与政府、与其他公民的关系视作正义问题，并且鼓励公民作为一

个社群整体来考虑正义对政治关系的要求。这种政治关系要求存在着一个公共场域 （ｆｏｒｕｍ），公民在其中
就自己的权利、主张作出要求时会被认真对待，它当然不能保证其决定一定对主张者有利，但认真对待对

于正义来说就已足够。法治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域，其意义不在于一定实现正义，而在于确认正

义在根本上与个人相关。② “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整个社会的

福利之名也不能逾越。”③ 而所谓每个人拥有的不可侵犯性就是他的根本人权与自由。法律作为一个政治生

活的权威，需要既确保人们能够计划自己的生活，又能在一个成熟政治文化体系中形成一个社会。法律需

要确保，它能够保护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极为核心的根本利益。但这种目标不仅可能受到未满足法治要求的

规则之治的阻碍，也会受到 “他人按自己的计划来生活这件事”本身的阻碍。法体系应该保护人们的生活

免于他人的不当干预，这种保护要求人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一系列根本权利与自由的保护。因此，根本人权

与自由是法律能够指引人们按照自己生活计划行动的最低条件。这是为什么基本人权与自由必须作为法治

２２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Ｇｅｒａｌｄ Ｐｏｓｔｅｍａ牞 Ｌａｗｓ Ｒｕｌｅ牶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牞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２２牞 ｐ １０２
Ｓｅｅ Ｒｏｎａｌｄ Ｄｗｏｒｋｉｎ牞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牞  ｉｎ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牞 ＭＡ牶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８５牞 ｐ ３２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牞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牞 ｐ ３



为何法治概念应包含 “基本正义要求”

的基本要求的原因。①

根本人权 （与自由）与法体系的关联不止如此。它不仅是政府向公民直接适用或施加的客观利益，更

是公民对政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一个政治社会要能称之为合法社会，其基本制度要能对所有自由平等公民

来说都是可以合理接受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所有自由平等公民的理性所能支持的原则和理念所接受

的。② 根本人权与自由一定处于这一被 “合理接受”的范畴内。因为无论公民各自持有何种善观念与道德

立场，根本人权与自由都是他们实践自己生活计划的必备条件，在此意义上，根本人权与自由处于所有公

民都可共享的需求之内。③ 所有公民都会同意将一些普遍性欲求确定下来作为自己安排计划生活的前提条

件，“这些普遍性欲求来自对政治生活的状况和理性的最一般假设。不论公民意欲何种特殊目标，它们都

是各种理性欲求的基本前提”④。通过在社会基本结构中主张根本人权与自由，公民表达了自己自由且平等

的理性主体本质。因为根本人权来自每一位公民出于自己理性本质的普遍化和无条件选择，而不依赖于各

个个体在经验上可能持有的具体善观念。根本人权与自由保障所有人按照自己的善观念实践人生计划的可

能性。如果基本自由服务于某种价值体系，那么不分享这些价值的公民将难免沦为社会生活中的少数派。

对良心自由的证明正是如此。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自己因为不分享大多数人的善观念而受到压迫，出于基

本的理性考量，我们也需要将良心或思想自由确定下来。良心自由就是使得我们可以随时修改和发展善观

念，也就是自主生活的制度保障。没有良心自由，我们将无法自主地行动或自主地去实践自己的道德信

念、善观念、信仰等。⑤

因此，所有平等公民都有理由同意，法体系要在其根本上满足根本人权与自由。“一个满足根本人权

与自由的社会，接近于一个能够成为一种自愿体系的社会，因为它满足了自由和平等的人们在公平的条件

下将同意的原则。在此意义上，其社会成员是自我负责的，他们所接受的职责是自我给予的。”⑥ 根本人

权与自由，体现的不仅是一种政府给公民的福利或利益，更是作为公民个人对政府、对他人的要求，我们

要求他人公开承认并尊重自己作为一个自负其责的道德主体的身份。政府正是通过保护人们的根本人权与

自由，将公民视作了自负其责的道德主体，而非某种客体甚至奴隶。

当然，根本人权与自由是否明文体现在规则体系之中，则是个相对性的问题。宾汉姆 （Ｔｏｍ Ｂｉｎｇｈａｍ）
主张法治理想概念包含一些基本人权 （如生命权、自由权、身体权、避免酷刑权、反抗奴役与强制劳动

权、得到公平审判权、婚姻权、受教育权、财产权等）的同时，还支持这些权利都被载入 《欧洲人权公

约》及 《联合国人权宣言》。⑦ 戴雪则主张，如果要保护权利的话，普通法技术比以权利法案的方式明文

列出权利的大陆法系的做法更好。因为宪法性文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立法机构否定。在普通法之下，个人

权利是无数个人凝聚的司法决定的结果，这种结果更难被立法机构或任何威权政体通过几个立法者来

削弱。⑧

因此，当理论家常常说 “法治与对根本人权与自由的保护总是齐头并进”时，这既可能意味着，法治

在概念上必然蕴含对根本人权与自由的保护 （我的主张）；也可能意味着，法治可能推进对根本人权与自

由的保护 （富勒与拉兹的主张）。在根本人权与自由只被默示承认而未被明示载入成文法时，这两种主张

可能会被混淆。但是，不以制度化形式明文确立根本人权与自由是一回事，认为法治原则本身已足够产生

保护人权的后果从而其概念上无需承诺根本人权与自由是另一回事，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富勒与拉兹

的主张都属于后者。富勒认为，如果他主张的八个形式原则得到很好的遵守，就会产生尊重根本人权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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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后果；拉兹则认为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而戴雪及后期的哈耶克则属于前者，他们不主张将权利

义务等以法条法典化的形式载入成文法，不主张普通法在这一点上学习制定法体系，但这不等于戴雪及哈

耶克不认为法律中不包含那些权利与义务。正如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不代表英国没有宪法，英国宪法传统

很大程度上都根植于不成文的法律中。在 “形式原则已足够”的主张看来，根本人权与自由是形式原则或

然性的下游概念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但无论是否载入成文法，根本人权与自由应当是形式原则的上游概念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以根本人权与自由为核心的 “基本正义要求”预设了形式原则的意义。

此外，法治在概念上不可能不预设对根本人权与自由的保护，否则法治原则中诸多重要要求将变得不

可理解 （ｕ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程序性的人权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一个法治强劲的政治社群中常常存在裁决纠纷
的强力机构，以及对法律不偏不倚的适用与执行。为此目的而设置的机构必须是可接近的、公平的，以及

不偏不倚的。为了确保这些机构能够恰当地发挥其职能以及为公民提供依靠，许多涉及正当程序的权利就

算不明文载入法律也必须被预设其存在，比如被律师代理的权利、为自己呈现证据以及就证据与规范在案

件中的意义作出法律论证的权利、质证证人的权利、听到法院宣判结论的权利等等。① 当法院未满足上述

程序性要求时，即便法体系中未明示当事人该拥有何种权利，但作为对政府与官员的义务性要求，上述程

序要求在概念上必然蕴含公民对此寻求救济的权利。可以说，法治原则中包含多少对政府的 “不得”与

“应当”，就同时蕴含多少公民对政府的权利。尤其是，法治最直接的要求，即限制滥用权力就意味着限制

多数人滥用权力，这种限制在概念和制度上都要求坚实地保障权利。②

四、为何不 （径直）拥抱实质法治？

（一）概念空隙

上述主张可能遇到最直接的挑战是，一旦为法治的形式原则补充道德前提，就可能挑战法治这种统治

模式对于人类社会的独特价值：因为无论补充何种道德前提都将使得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理论空间消失，法

治不可能同时既承诺道德前提，又避免在法律实践中贯彻客观道德价值。如果法治就意味着所有美好的政

治道德价值，那么法治这个概念本身就会变得空洞，不再有概念意义和规范重要性，而且为了理解法治，

我们还得去理解所有它所代表和象征的政治道德价值。③

确实，在为形式原则补充道德前提后，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关系看来如履薄冰 （ｗａｌｋｓ ｏｎ ａ
ｔｉｇｈｔｒｏｐｅ）：法治具备了被还原为实质法治的可能。但防止法治成为实质法治的，正是这一补充只到 “基本

正义要求”为止，直到防止法治跨越规则体系的道德可谬性边界为止。④ 因为 “基本正义要求”的补充来

自法律的体系性与道德性的要求。 “法治的功能是促进不同的具体立法与法体系深层原则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的融合。”⑤ “基本正义要求”构成的正是一个法体系中深层原则的聚合点。在平等的政治关系
中，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代表制度的官员，只要政治社会所有成员都珍视在同一个政治社会中共同生活这

一最起码目标，“基本正义要求”就是保证所有人可以共同生活的基准线。以 “基本正义要求”为条件的

法治与 （传统）实质法治的距离在于：实质法治试图把法体系的目标向前推进一大步，主张法治需将目标

瞄准为客观道德真理，而非仅仅为了维持共同的生活。因此，这些理论必然要求法治进一步依赖于某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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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法治概念应包含 “基本正义要求”

观道德真理，没有客观道德真理支持的法治就会毫无意义或至少摇摇欲坠。我们对于道德真理问题自有众

多分歧，但无须依赖价值怀疑论或价值主观主义，法治也可与以道德真理为名的实质法治保持充分距离。

作为表现价值的概念，法治与其他政治道德价值之间产生交叉本就是应有之义，但交叉不代表它就会

被其他概念吸收。正如对民主的讨论总是涉及何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我们依然可以很大程度上区分何种

讨论是关于民主的，何种是关于自由的。这种区分赖以作出的原因是，法治是一个包含了评价与描述的厚

伦理概念 （ｔｈｉｃｋ ｃｏｎｃｅｐｔ）。厚伦理概念中的评价成分能提供给行动者以行动理由，同时其中的描述性成分
使得这些厚概念可以很好识别、反映这个世界的实在。① 比如 “勇气”“慷慨”就属于同时包含评价与描

述在内的厚伦理概念。当我们形容张三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时，既是在表达对张三的正面评价，也是在描述

张三是一个愿意直面危险的人。法治就是这样的一个厚伦理概念，它既是一种肯定性评价，也需注意评价

对象是否具备了法治概念中的描述性面向。一方面，“法治明显是一个评价性概念，所有对这一概念的使

用都是为了表达对某个政体、法域的某种肯定性评价”②。一般来说，在对纯描述性的事物做概念界定时，

我们依赖的是纯粹经验或实证性的方案，比如借助图案、性状甚至生物特征的符合可以界定杯子、地球、

小猫等。但对包含了评价的厚伦理概念做界定则需要依赖于某种规范视角为基础，同样是直面危险的行

动，能被某种规范基础所支持的直面危险才能被叫做勇气，否则就是鲁莽。另一方面，法治又不仅仅是一

个评价性概念，我们在用法治来表达对某个政体的肯定性评价，又和使用 “民主”“平等”“福利”等概

念作为肯定性评价表达了不同的内涵。因为这些评价性概念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与 “好”“坏”“可允

许”“应当”等薄伦理概念不同的是，它们包含了描述。法治也是如此，即便它与权利自由 （甚至民主）

有交叉，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法治原则的描述性部分准确识别我们讨论的是法治而非自由。

相较于其他政治价值，法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统治模型，法治意味着法律———而非道德或哲学王———

才是一个政治社会秩序的终局权威。③ 如果我是一名法官，涉及张三和李四的纠纷时，我不能以道德上张

三正确为由判张三胜诉；即便李四道德败坏，但如果根据法律李四是权利人，我也必须将自己的个人偏好

放在一边。同时，张三即便认为法官的判决是错误的，也必须接受这一结果 （假设上诉审、再审等程序都

已完成）。法治意味着，在上述情境中，李四的胜诉就是最终的结果，无人可以其他理由包括道德理由挑

战其效力，这也是法治与德治、人治等观念最直观的根本区别。在有法治文化之处，人们习惯于以法律丈

量自己的行动、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可能对自己的需求、权利的考量会借鉴其他道德、文

化、意识形态因素等，但当分歧产生时，人们接受由公共权威所树立的标准即法律作为对与错的公共标

准，也是最终的诉求标准。④ 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常有的一种幻想，法律自身就是政治体系中的 “国王”

或 “终极统治者”。⑤ 这些直觉正如富勒所说，“法治的核心正是，在对其履行中，政府会忠实地适用规

则，公民也以遵守规则来确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法治不意味着这些，它就什么都不是了”⑥。

（二）规范上的理由

当然，上述描述的问题是，法律提供的答案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个体对于某种观念或道德学说深信

不疑，他为何会同意接受一个可谬的结果，而不是真理指向的结果？既然法律是可谬的，为何法律依然构

成统治的终局权威？简单地说，为何不要道德真理下的实质法治？对该问题的回应包含两个层次：法律的

可谬性与终局性相容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何为不可谬存在合理价值分歧⑦；而之所以合理价值

分歧能克制我们不去追求道德正确的实质法治而追求可谬的法治，是因为法治对人类社会而言有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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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不再是古代意义上、由某种价值共识作为整个社会运转基础的单一价值社会，

而是一个多种善观念、价值观、世界观并行不悖的多元化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合乎情理的人们一定

会在包括宗教的、哲学的以及伦理上的善观念在内的各种综合学说之间产生分歧，而这些分歧的来源并非

一定是偏见或无知，也并非一定来自认识上的怀疑论，可能正是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的结果。人们交

流得越多，越可能倾向于不同意彼此。合理价值分歧意味着，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有效且合理的政治决

定无法在对道德真理的追逐中获取。若一味追求政治决定的道德不可谬性将带来更剧烈的社会分歧，削弱

政治社会的稳定性，人类历史中关于宗教、哲学和道德信念漫长的冲突也证实了这一实践难题。① 基于合

理价值分歧带来的实践挑战，法治在如何提供一个相对稳固与和平的人类生活模式上有其审慎性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优势。
但是，仅仅是如何共同生活的实践难题足以阻止道德真理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规范指南吗？如果

合理价值分歧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道德真理，那么以道德真理来统治的实质法治规范性依然成

立，法治似乎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法治为何具有终局性权威，为何人们宁愿生活在伴随国家强制力的法

治也不愿生活在哲学王的统治之下？这仍然是一个规范问题。答案是，之所以即便包含错误之治，但法治

依然通过提供一个稳固的社会合作框架，保护了个体在政治社会中选择何种行动、善观念的自主空间，而

这种保护在根本上来自对个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道德主体的尊重。

法治对个人自主的保护体现在，若法治原则不被满足，即若法律规则不具有一般性，太强人所难，或

其执行不具有公开性、向前性，缺乏一个程序公平的司法过程等，每个人就无法预计自己的行动、安排自

己的生活，每个个体的自由之界限就不可能明确。为了拥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确实而稳固的自由范畴，理

性的个体就会更倾向于一个哪怕以强制来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法治国，也不要一个自由边界不明的实质法

治国。② 哈耶克将该价值称为个体自由，但自由在此可能是一个有误导性的概念。因为哈耶克所指的个体

自由就是个人在众多生活可能性中能有效选择的能力，这其实就是个体对于生活计划的追求、修改的能

力。它不指向任何具体实质的自由项，它与法治的关联仅在于国家应当尽可能地通过满足法治原则使得个

人能有序、可预期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实践自己的善观念。③ 这种个人自主仅仅是一个人的善观念如何实

现的手段，它服务于个体的善观念而不涉及对于善观念本身的评价更不属于善观念的一部分。作为手段，

自主这一概念就容纳了所有手段的可能性。自主既不要求理性选择本身一定有价值，也不认为人们唯有自

主地行动才一定会是最好的行动，或采取自主行动的人一定是道德上更优越更先进的。④ 它仅是行动者对

自身目标的程序性反思，对于目标的内容没有任何实质限制，只要我经过反思对自己的目标予以支持就足

够，也因此个人自主在道德上是中立或无涉的，它可以支持几乎任何一种善观念或生活计划，它只划出个

人选择的边界而不关注边界内的具体内容。

更根本的是，之所以法治能够保护个人自主，是因为法治在根本上表达了对每个能为自己当下和未来

的生活作出筹谋、并为此负责的道德主体的尊重。⑤ 用罗尔斯的话说，“个人自主的原则导向了责任原

则”⑥。根据 “应当意味着能够”的公式，除非公民能够预先知道法律规则，且能够有公平的机会考虑规

则的要求，除非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行动，他们就不应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来自

法律的惩罚。只有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主体才可能拥有个人自主，才可能自由选择各种不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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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法治概念应包含 “基本正义要求”

活计划。因此法治原则当中必定预设了一种公民作为自我负责的人的道德主体观念。责任能力是人能够拥

有自主的前提，法治之所以能够保护个人自主也是因其预设了人能为自己负责的道德能力。这种对自负其

责的道德能力的预设同时又需建立在人的主体性上，只有道德主体才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成为承受不满

（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ｎｔ）的对象。
以上论证呈现的是，法治的独特价值本质上在于对每个自负其责的道德主体的尊重。反过来说，这种

人的道德主体性之所以支持法治而非实质法治，是因为实质法治在本质上预设了一种客体化看待人的视

角，是客体化视角决定了法治不过是道德在法律实践中的适用。这一预设是，如果存在客观为真的道德要

求，且如果我们有服从该要求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本身就不来自为真的道德要求本身，我们得先预设这种

义务的存在。但这一预设建立在一种实践哲学的错误观念上，它采取了一种客体化视角，将标准视作外在

于行动者本人的实在。但某种标准是好的、对的道德事实对于行动者来说能否产生义务甚至要求，则是一

个开放性问题，行动者完全有可能不被所谓客观道德要求驱使。哪怕绝对客观的道德事实或者真理也并不

一定能在法律实践中照搬适用。①

相反，法律的道德性来自法律对道德的参与，而非适用或照搬，法律之所以能够参与道德，正是因为

法律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实践理性的产物。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和统治中的关系既非前者完全取代了后

者，也非前者完全听命于后者，即在法律实践中照搬道德要求。法律不是道德的适用，法律的任务不是识

别出道德要求并作出反应，而是以法律实践参与道德要求，对其进行调节与改造。这种改造就是法律以实

践与制度创造、改变、修改先前的道德权利与义务。法律之所以能够参与道德，本质上是因为法律是人的

实践理性的产物。政治关系作为一种实践关系，需要依赖的标准来自所有道德主体的实践理性，而不来自

外在于主体的实在事实。② 法律实践中的规范亦不来自道德实在提供的标准答案，而来自法律实践的主体，

也即人自身的道德属性。法律作为权威的统治，不代表这一权威就一定外在于公民主体，法律作为解决实

践行动困难的实践范畴概念，其依赖的是实践主体的理性建构，普遍真理无法作为法律实践的权威。③ 如

果正视作为实践理性产物的法治与人的主体性，就可以摆脱传统自然法中将法律实践视作道德规范之适用

的观念。而一旦摆脱以客观道德规范作为规范性统治权威，即摆脱对实质法治、对统治的不可谬的追求，

从自负其责的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在法律实践当中找到的主体性视角正是公民的视角。

因此，法律的统治方式不是将一套客观正确的道德要求适用于个体，而是尊重负责任的理性主体，尊

重他们从自身视角出发对规则及规则适用的视角。“将规则适用于人身上不同于如何对待一个狂躁的动物

或一间废弃的房屋。”④ 对待后者无需考虑后者的视角、观点、理性，因为狂躁的动物或废弃的房屋只是完

全的客体而已，在处理它们时，我们只考虑自己的需求和目的，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将规则适用对象视作客

体。规则适用中必须考虑其对象也就是公民的视角、人格与理由，必须考虑公民是具有理性能力、能够理

解、反思并就规则采取行动的行动主体。法治提供的，正是这种尊重人作为负责任的行动主体的条件。

由此可见，法治中已经预设了某种人的观念，即人能够知道并了解法律的内容，获取有效信息并就其

信息采取行动，并能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任。⑤ 这也是为何人治尤其专制统治不会将人视作自负其责

的道德主体，而只会视作客体或奴隶的原因。⑥ 这种对人作为自负其责的道德主体的尊重，意味着法治允

许与追求道德真理的实质法治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正来自人的主体视角。法治允许人出于自己的视角与

理性，为自己划出一片自主的领域并在其中安排自己的行动，哪怕其在道德上错误。相对来自道德真理或

哲学王统治的实质法治，法治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对道德可谬性空间的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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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形式性原则尚不足以构成法治的原因是，形式性原则几乎可与任何人类社会的统治模式相容。因此，

除此之外，还需要为法治概念补充其他条件，而这个条件的突破口就在于对法治所依托的政治关系和法律

属性的理解。政治关系和法律本身在属性上是道德的，因此法治在属性上也是道德的。法治的道德性体现

在，法律的统治有追求实质法治的能力或志向，这是任何一种实质法治的可能前提条件。而任何一种实质

法治的可能性，都建立在法体系满足 “基本正义要求”的基础上。因此，“基本正义要求”体现了法体系

的道德属性，正是其道德属性决定了形式原则为何重要。

对于 “基本正义要求”的内涵，即便其他条件还有待商榷，但根本人权与自由一定是其中的核心成

分。看起来包含了根本人权与自由的 “基本正义要求”似乎变成了某种以道德真理为标准的实质法治，但

法治并不等同于实质法治：不同于实质法治的法治，其意味着人类能够以法律组织自己的生活；而承诺了

根本人权与自由的 “基本正义要求”的法治，则意味着人类能够证明，我们通过法律组织的生活是一个道

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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